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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刻板印象的广告传播效应：前因、作用机制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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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消费者对多样性和平等的关注不断提升, 反刻板印象逐渐成为营销领域尤其是广告传播的重要

实践。但现有研究对反刻板印象的动态作用机制及其媒体情境差异尚缺乏系统性整合。结合营销学 SOR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理论和 ADO (Antecedents-Decisions-Outcomes)分析框架, 可系统解析反刻板印

象的广告传播效应, 同时明确反刻板印象干预的“双刃剑”特征和信息接受阈值效应。研究着重探讨反刻板印

象广告传播效应的媒介差异, 揭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进行反刻板印象传播时存在的媒体适配性差异。未来

研究应注意如何利用反刻板印象来改善社会偏见, 及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对广告传播的影响, 同时促进

反刻板印象研究的跨学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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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送冬去 , 迎春来”, 在过去的一个冬季 , 黑

龙江哈尔滨依旧热度不减, “南方小土豆”一词自

去年走红网络以来, 已经成为南方游客的独特代

称。该称呼源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地域身高刻

板印象：北方成年人平均身高显著高于南方成年

人平均身高 , 这种生理差异被转化为“南方人身

材矮小”的群体标签。因此, 有网民认为“南方小土

豆”是对南方人的语言歧视和刻板印象。无独有

偶 , 去年蓝月亮在母亲节前夕发布的一款洗衣液

宣传广告中写道“妈妈, 您先用”, 左上角标注着

“让妈妈洗衣更轻松、更省力、更省心”的字样。

这则广告因强化“女性应承担更多家务”这一中国

传统的“母职角色”观念, 而遭受网友的强烈抵制, 

认为这是对母亲及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国际广

告也难免陷入类似的尴尬：苹果公司在 You Tube 

上发布了一则在泰国拍摄的宣传片, 却引发了泰

国民众的不满。广告对泰国机场、交通工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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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及住宿的描绘照搬 20 世纪 90 年代的场景, 同

时棕褐色的滤镜也被认为给人以落后陈旧的感觉, 

网友们纷纷指责该广告扭曲了泰国形象, 是对泰

国的刻板印象。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每每

发生, 都会引发关于刻板印象的激烈讨论。事实

上, 关于刻板印象的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董天天 等, 2023)。刻板印象是影响个体认

知的重要因素, 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均

会产生影响(Gocłowska et al., 2013; 王祯, 2021)。

刻板印象的存在往往导致偏见的形成, 忽视个体

之间差异, 从而妨碍对个体或群体的客观和公正

评价 , 若不及时纠正 , 可能演变成歧视行为

(Howard, 2000)。针对这一现象, 学界致力于深入

了解和制定应对刻板印象负面影响的措施。在此

过程中, 反刻板印象的概念衍生而出, 并掀起了

另一个研究高潮(Hu et al., 2022; Liu & Zuo, 2006; 

庞小佳 等, 2011; Von Hippel et al., 2001)。 

以往研究表明刻板印象是一种社会认知偏差, 

是基于对特定群体的固定认知、信念和预期构建

而成的社会认知结构(Fiske & Neuberg, 1990)。反

刻板印象是指与刻板印象相反、相冲突的现象

(Tan et al., 2024; Zuo et al., 2019)。学界从不同角

度对反刻板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概念界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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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Liu 等人认为反刻板印象是指与人们对某社会

群体在行为、人格特征等方面的期望、要求和笼

统的看法不一致的行为或信息(Liu & Zuo, 2006)。

也有学者认为反刻板印象是指个体对一个社会群

体的认知观点(即感知到的行为或特征)与该社会

群体的思维模式不一致或相反的表达(Leicht et al., 

2017)。Wittenbrink 等提出反刻板印象是指群体成

员表现出的与刻板印象不一致或相反的特征, 以

及彼此不匹配的背景(Wittenbrink et al., 2001)。基

于以上研究基础, 本文将广告传播领域的反刻板

印象界定为“广告中呈现出与消费者基于社会群体

形成的刻板化认知框架相冲突的行为或信息, 旨

在挑战社会文化中固化的角色期待与群体特征”。 

反刻板印象对于营销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

对消费者认知和行为反应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 

反刻板印象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刻板印象(Lai et al., 

2014)、刻板情绪(Prati et al., 2015)、认知灵活性

(Leicht et al., 2017)、广告反应(Leicht et al., 2017)、

产品评价(Chu et al., 2016; Debevec & Iyer, 1986; 

Noseworthy et al., 2011)及产品选择(Ramasubramanian, 

2015; Ramasubramanian & Oliver, 2007)等。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 反刻板印象的实践也取得了极大

的进展。初期, 营销人员试图通过反刻板印象来

提高消费者对反刻板产品(如男士化妆品等)的接

受度,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后, 反刻板印象在

广告营销中的应用越来越频繁, 并更多地借助新

媒体渠道进行传播, 典型案例包括多芬的“真美营

销” (Real Beauty)和联合利华推出的“unstereotype 

campaign”, 旨在消除广告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这

些营销实践均取得显著成效。以上案例生动地展

示了反刻板印象对营销实践尤其是广告传播的重

要意义。 

新时代背景下, 通过打破刻板印象来诠释品

牌内涵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营销手段, 因此研究反

刻板印象的作用机制则显得尤为必要, 但在消费

者行为领域, 现有的研究尚未得到系统的梳理。

因此, 本文基于现实的营销情境来述评反刻板印

象的已有研究, 综合采用 SOR (Stimulus−Organism− 

Response)理论(Mehrabian & Russell, 1974)和 ADO 

(Antecedents−Decisions−Outcomes)框架(Paul et al., 

2021)对反刻板印象的广告传播效应进行综合梳

理和全面分析 , 明确了反刻板印象策略的“双刃

剑”特点和信息接受阈值效应。此外, 本文通过归

纳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广告传播中的特点, 揭示

了反刻板印象广告传播的媒体适配性差异。最后

结合现有研究, 从反刻板印象的阈值平衡、跨学

科融合及人工智能时代的探索三个方面展望了未

来的研究方向。 

2  反刻板印象的研究框架 

与以往多立足于单一研究视角不同, 本文尝

试以更全面、系统的方式, 综合使用 SOR 理论梳

理反刻板印象广告传播效果的研究进展。 

SOR 理论发源于环境心理学, 主张通过刺激

(Stimulus)、机体(Organism)和反应(Response)三个

维度来解释消费者行为 (Mehrabian & Russell, 

1974), 是营销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础。SOR 理论认

为个体受到外部环境刺激后, 会产生一系列的心

理波动 , 进而产生回避或趋近的行为反应 (李琪 

等, 2020)。该理论通过“刺激−心理−行为”的因果

链条, 能够解释反刻板印象的前因、作用和结果

的产生机制。 

因此, 本文以 SOR 理论为基础, 全面梳理反

刻板印象的广告传播效果, 并绘制了反刻板印象

综述 SOR 框架图(如图 1 所示)。 

2.1  反刻板印象的前置因素 

2.1.1  广告代言人 

广告代言人是企业进行产品或品牌推广过程

中普遍应用的策略(Money et al., 2006), 同时也是

反刻板印象策略的重要载体, 其身份特征与形象

的颠覆性设计能够直接挑战消费者的刻板化认

知。本文从代言人的特征和类型两个方面探究其

对反刻板印象形成的刺激作用。 

代言人特征是影响广告效果的重要因素(张

红霞, 张益, 2010), 包括代言人的性别、年龄、体

重、职业等。其中, 性别是反刻板印象广告中最

具争议的核心维度之一(王祯, 管健, 2024)。过去, 

品牌往往选择与产品使用群体一致性别的代言人, 

女性代言化妆品、男性代言剃须刀被消费者视为

理所当然(Peirce, 2001), 但研究发现, 当代言人

性别与商品传统性别关联刻意不匹配时, 消费者

可能因认知冲突产生积极的广告态度(夏沁盈 等, 

2024), 并打破消费者对性别代言适配性的刻板认

知。除性别外, 代言人的年龄、职业、体重等特

征也可通过“属性−产品”的不匹配触发反刻板印

象。例如年轻人(相比于年长者)代言老年品牌,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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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反刻板印象综述 SOR 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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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颠覆“年龄−能力”的刻板印象重构消费者认知

(Huber et al., 2013), 以提升购买意愿; 普通代言

人(相比于体育明星代言人)代言体育广告, 通过

过程模拟提升广告信息的加工流程性以促进消费

者的积极态度(Chang & Chen, 2022); 体型较大的

代言人(相比于体型较小的代言人)代言高热量产

品, 通过消费者的意义转移和认知匹配, 未见明显

购买意愿差异等研究(Huber et al., 2013; Westover 

& Randle, 2009)。这些策略的共性机制在于：通

过属性不匹配引发认知冲突, 迫使消费者从直觉

式加工转向分析式加工, 进而重构符合规范的认

知架构(Garst & Bodenhausen, 1997; Prati et al., 

2015), 从而对广告效果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代言人类型对反刻板印象广告的效果具有重

要影响。传统营销观念往往隐含一个刻板认知：

具备高社会地位、高社会距离的代言人, 更能有

效传递可信信息并驱动购买(Chang & Chen, 2022; 

Schimmelpfennig, 2018)。这种认知将代言效果与

权力距离紧密绑定, 认为名人、专家等具有更高

社会距离的代言人因其光环效应更具说服力。然

而, 研究实践揭示了更复杂的图景：对于功能性

(搜索型)产品 , 研究发现 , 消费者可能更青睐名

人代言 , 这符合传统认知中对名人“专业信任背

书”的依赖(韩召 等, 2022)。但也有研究指出, 在

某些情境下(如强调产品实用性和现实连接), 网

红主播与普通消费者之间较小的社会距离能够有

效激发广告的功能性吸引力, 从而激活消费者的

现实自我认同和信任感, 产生更加积极的广告效

果(聂烜 等, 2024; Shi et al., 2021)。这一看似相悖

的研究结论, 实质上挑战了“名人代言更权威、更

有效”的单一刻板思维。它表明, 代言人的说服力

并非绝对依赖于其外在权威光环, 低社会距离、

高亲和力的代言人(如网红)同样能在特定情境下

建立有效的说服路径。这打破了将代言效果与代

言人社会地位完全对等的传统认知框架。类似地, 

虚拟代言人往往因为“恐怖谷效应”和缺乏“真实

感”, 被认为在说服力上天然逊色于真人代言(Song 

et al., 2024; Teng et al., 2025; 王宇翔, 2024)。然而, 

有研究指出, 精心设计存在“瑕疵” (如雀斑)的虚

拟人, 能够显著缩小甚至逆转其与真人广告代言

在真实性和说服力上的感知差距, 以提升广告评

价(Song et al., 2024)。这一发现不仅回应了虚拟代

言人因“恐怖谷效应”而难以作为类人形象出现的

固有思维 , 更直接挑战了“非真人即缺乏真实性

和说服力”的刻板印象。通过分析那些产生反刻板

印象结论的研究发现, 其与代言人特征的作用机

制存在共通之处：通过冲突性特征打破消费者固

有认知, 并在合理化叙事中重构消费者的认知模

式(Noseworthy et al., 2014; Prati et al., 2015)。  

以上研究表明, 广告代言人的特征与类型通

过属性不匹配引发认知冲突, 从而对反刻板印象

广告效果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性与情境依赖性。

性别不匹配设计在情感型产品中通过引发适度认

知冲突产生积极效果, 激发消费者的新奇感与接

纳意愿(夏沁盈 等, 2024); 但应用于功能型产品

时, 可能因可信度受到质疑从而触发消极反应(王

丽丽, 董梦璐, 2022)。虚拟代言人通过“瑕疵设计”

补偿真实性感知, 在跨品类代言中实现效果逆转, 

提升产品评价(Song et al., 2024); 而网红代言在

强调实用性的场景中凭借社会接近性提升消费者

现实自我认同 , 产生积极影响 (聂烜  等 , 2024), 

但在高权威需求情境下因专业性不足导致说服力

下降。 

2.1.2  广告内容 

广告内容的设计通过叙事风格、产品策略两

个层面, 挑战消费者的刻板认知框架。 

传统观点认为, 积极情感叙事的广告风格能

够激发消费者对品牌的正面评价(汪涛 等, 2019), 

消极情感叙事的广告风格更容易使消费者产生负

面反应(Dens & De Pelsmacker, 2010), 并在消费

者群体中形成了这一二元对立的刻板化认知。然

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在广告中烘托消极情

绪的茶饮品牌买单。研究表明带有消极情绪的品

牌能够通过情感共鸣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并转化

为更加积极的购买意愿(卢岳 等, 2022), 打破了

将广告情感极性和结果极性直接关联的刻板印象。 

广告产品策略是广告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产品策略中, 特别是产品包装色彩的运用, 也

蕴含挑战刻板印象的空间。传统营销实践中, 色

彩常被赋予特定的性别或社会角色联想(如粉色

代表女性, 蓝色代表男性) (He et al., 2011), 这种

关联容易固化成为针对性别群体的色彩刻板印

象。然而, 反刻板印象营销正尝试打破这种色彩

标签的束缚。研究表明, 在面向男性消费者的产

品中, 策略性地运用传统上被视为“女性化”的色

彩(如粉色、紫色), 若能契合品牌调性或传递特定



第 1 期 侯  旻 等: 反刻板印象的广告传播效应：前因、作用机制和结果 161 

 

 

情感(如精致、个性), 同样能获得积极的广告评价

(Chang & Chen, 2022; Del Giudice, 2017)。直接挑

战了“特定色彩只能用于特定性别群体产品”的刻

板认知, 解构色彩与性别角色的固有绑定。 

综上所述, 内容层面的反刻板印象设计, 例

如消极叙事与色彩创新等策略若能锚定目标群体

的情绪需求或品牌调性, 可产生积极效果; 但若

脱离具体情境, 则会引发负面反应。这反应了消

费者在面对与传统思维不相符的广告内容时, 会

通过“刻板印象解构−新认知图式建构”的过程 , 

同时引发情感反应, 打破固有思维, 形成对广告

内容价值的重构。 

2.1.3  广告形式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广告的互动形

式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李娜 , 姚曦 , 2022; 

吴志琴, 2007)。传统观点认为广告应强调“情感互

动”, 并以此拉近与消费者间的心理距离, 从而产

生积极的广告效果(吴志琴, 2007)。然而, 有足够

的证据表明这需要视具体情景而定。例如, 在没

有充分调动消费者自身情绪基础的情况下, 强烈

的情感互动反而会降低消费者的评价(Han et al., 

2024)。这一结论表明, 在未充分激活消费者情感

基础的情境下, 过度依赖情感互动策略可能引发

认知防御, 从而削弱广告效果, 揭示了情感诉求

在反刻板印象广告传播中的边界性, 打破了消费

者对“广告情感互动策略万能论”的刻板印象。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广告是 VR 技术

应用在广告营销活动中利用  VR 技术作为广告

媒体进行广告传播活动的一种广告形式 (段鹏 , 

2018)。传统观点认为 VR 广告的体验价值源于视

觉刺激(Brengman et al., 2022)形成“技术媒介仅服

务单一感官”的刻板化预期, 认为听觉、味觉这种

近距离的感观体验无法通过 VR 进行传递。然而, 

通过结合气味与声音的多感官设计, VR 技术被证

实可模拟人类多通道感知能力, 显著提升消费者

对技术真实性的认同, 从而提升消费者对广告效

果的评价(Brengman et al., 2022; Coelho et al., 

2019)。这一发现挑战了社会群体对“VR 技术体验

局限性”的刻板认知, 表明在新技术背景下, 消费

者的广告体验实现从静态到动态, 再到多感官通

道的突破, 为反刻板印象广告在新技术领域的应

用提供实证支持。 

广告情境的研究往往难以脱离消费者文化背

景和广告传播媒介的影响。在集体主义文化情境

下的市场, 反刻板印象广告往往强调群体和谐与

代际包容(Han & Shavitt, 1994), 在个人主义文化

情境下的反刻板印象广告往往主张独立和竞争

(Zhang & Nelson, 2016)。但是现有研究关于媒体

情境对反刻板印象广告传播效应的分析缺乏系统

的梳理, 因此本文将在后续内容中着重归纳和论

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这两种媒体情境的反刻板印

象研究, 以期总结反刻板印象广告传播的媒体差

异性和适配性问题。 

2.2  反刻板印象的作用机制 

2.2.1  认知加工路径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指出, 人类在快速评价特定社会群体时, 普

遍依赖温暖 (warmth)与能力 (competence)两个基

本维度作为认知简化工具(Fiske et al., 2018)。这种

将群体信息简化归类的自动化认知策略虽能提高

决策效率, 却容易固化和传播刻板印象。反刻板

印象广告的核心策略在于呈现与消费者所持有

的、关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刻板化认知框架相冲突

的信息, 迫使消费者从依赖刻板印象的直觉式加

工, 转向更深层次的、需要投入认知资源的分析

式加工(王丽丽, 董梦璐, 2022; Zuo et al., 2019)。

例如, 当广告代言人的性别、年龄或职业特征与

该群体在文化中的传统定位(刻板印象)显著不符

时, 消费者需要消耗更多认知资源来解决这种源

于社会群体认知层面的信息冲突 (Prati et al., 

2015)。这种认知努力不仅体现在信息处理过程中, 

更表现为个体对自身持有的关于特定社会群体的

刻板印象进行的主动修正。研究表明, 反刻板印

象信息可能通过“特殊化策略”被暂时接纳为群体

例外(Santos et al., 2024), 或通过认知控制策略重

构为新的图式(崔诣晨 等, 2019), 以维持原有的

群体刻板印象。例如, 消费者将男性化妆品用户

归类为“职业演员”以维持原有性别认知, 通过反

复接触反刻板印象广告, 逐渐接受该社会群体性

别角色的多元性(Gill & Lei, 2018)。 

在此过程中, 个体的认知控制策略与内隐人

格观发挥着关键作用, 尤其反映在对刻板印象信

息的处理上。在高知觉负载情境下(如信息过载的

短视频广告), 个体倾向于依赖自动化加工, 挑战

社会认知的反刻板印象信息可能被快速过滤或忽

略; 而在低知觉负载时(如沉浸式 VR 广告),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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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易对这些信息进行精细加工(Gasper & Clore, 

2002)。持有增长心态(incremental theory)的个体更

愿意接受反刻板印象信息, 因其相信群体成员的

特质具有可塑性(Dweck & Leggett, 1988); 而实体

心态(entity theory)持有者则可能因认知僵化, 对

挑战其固有社会认知的信息产生抵触(Blackwell 

et al., 2007)。 

此外, 社会学习机制在此路径中扮演着连接

个体与社会的重要角色。广告中呈现的反刻板印

象榜样(如女性科学家形象、承担育儿责任的男性

形象)为个体提供了挑战传统群体角色期待的行

为模板 , 促进个体对特定社会群体认知的重构

(Ramasubramanian & Oliver, 2007)。传统媒体通过

权威背书, 强化反刻板印象信息的可信度(陈彤旭, 

1998), 而新媒体则借助算法推荐与用户生成内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 实现认知渗透

(Wang et al., 2024)。 

2.2.2  情感激发路径 

情感激发路径聚焦于反刻板印象广告如何通

过情绪唤醒与认同管理影响消费者反应, 这一路

径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情感反应的多样性上, 更

在于其深刻反映了社会群体规范与认同边界如何

作用于消费者心理。 

当反刻板印象信息挑战或威胁个体所认同的

与特定社会群体紧密关联的核心规范或角色期待

时, 可能触发强烈的防御性情感反应(Rudman & 

Fairchild, 2004)。这种情感排斥根植于社会认同理

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源于维护群体边界的

心理需求(Tajfel et al., 1979)。例如, 男性受众接触

强烈颠覆传统“男主外”性别角色的广告(如描绘

“家庭主夫”形象), 可能因感知到自身所属性别群

体的传统角色和地位受到威胁而产生焦虑、厌恶

情绪, 甚至导致对广告及品牌的抵制行为(Åkestam 

et al., 2021; 刘晅, 佐斌, 2006)。类似地, 肥胖群

体成员在反复接触强调“健康体重”的宣传后, 可能

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体型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

内化, 导致自尊下降与抑郁风险增加(Richeson & 

Pollydore, 2002), 这表明社会偏见通过反刻板印

象干预, 能够激活对特定群体的负面情绪反应。 

然而, 反刻板印象信息并非必然引发消极情

感。适度的认知冲突可激活积极情绪, 进而激发

探索性动机(Prati et al., 2015)。例如, 虚拟代言人

的性别反转设计通过制造反差感, 既能引发短暂

的情感冲击, 又能通过叙事共鸣建立情感联结(朱

华伟 等, 2022)。实验表明, 反刻板印象广告通过

“认知−情感”的连锁反应 , 能促使消费者主动分

析差异本质 , 从而唤起好奇心与接纳意愿 (朱楠 

等, 2015)。这种情感驱动的探索行为, 在网红直播

中尤为显著。当主播通过话术优化(如避免过度自

夸)缓解认知冲突时, 消费者的信任感与参与意愿

显著提升(刘鲁川, 张蕾, 2024), 体现了情感路径

在调和社会认知冲突中的积极作用。 

因此 , 情绪状态在情感路径中扮演双重角

色。积极情绪(如愉悦、好奇)可增强认知灵活性, 

促进反刻板印象信息的深度加工, 研究表明积极

情绪通过激活前额叶皮层, 提升个体对新信息的

接受能力(Ashby et al., 1999)。Huntsinger 等人

(2010)进一步发现 , 在积极情绪状态下 , 人们更

倾向于深入思考反刻板印象信息, 这种深度加工

有助于打破传统刻板印象框架。反之, 消极情绪

(如焦虑、愤怒)可能加剧认知闭合, 导致信息排斥

(金静, 胡金生, 2015)。McCormick (2016)指出, 男

性在接触颠覆性别角色的广告时, 可能因威胁其

性别认同而产生焦虑情绪, 进而回避相关产品。 

2.2.3  双路径交互作用 

认知与情感路径并非孤立运作, 而是通过动

态交互塑造最终效果。认知冲突的强度直接影响

情感反应的极性, 例如中度不一致性(如外观革新

但功能延续的产品)能平衡新奇感与接受度, 使积

极效应最大化(Noseworthy et al., 2014); 极端冲突

(如完全颠覆性别符号的广告)则可能因认知超载

触发情感排斥(Damer et al., 2019)。这种交互效果

受到文化背景、产品类型与个体差异的调节。集

体主义文化中, 渐进式策略(如强调代际包容)更

易实现认知情感协同(Han & Shavitt, 1994); 创新

型产品需降低冲突强度以避免认知负荷(王长征 

等, 2024)。 

媒体情境可进一步放大双路径的交互复杂

性。传统媒体通过符号化叙事引发浅层认知重构

(何光喜, 朱依娜, 2014), 但其单向传播限制情感

共鸣; 新媒体则通过算法适配(如情感化内容推送)

与多感官体验(如 VR 广告的临场感)实现认知情

感深度融合(Gan et al., 2023)。然而, 过度依赖算

法可能导致“信息茧房”, 反而固化刻板印象(Wang 

et al., 2021)。因此, 研究反刻板印象广告传播的媒

体差异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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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反刻板印象的结果效应 

2.3.1  积极结果 

反刻板印象的积极结果集中表现在提升消费

者的认知灵活性、减少偏见态度、增加购买意愿

和风险决策等方面。反刻板印象在认知领域的影

响结果显著, 其中提高认知灵活性是其核心效果

之一(曾昭携 等, 2022)。研究表明, 反刻板印象能

够促使消费者放弃刻板和结构化的思维模式, 从

而促进认知灵活性的提升(Leicht et al., 2017)。这

种灵活性的提升有助于人们在面对与刻板印象不

一致的信息时, 能够更加开放和适应性地处理信

息。例如, 反刻板印象信息能够激发个体对性别

角色的重新评估, 从而减少性别刻板印象对认知

的影响(Leicht et al., 2017)。此外, 反刻板印象还

能够影响工作记忆容量, 这是因为处理反刻板印

象信息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 从而可能影响消费

者在特定任务上的表现(Finnegan et al., 2015)。这

些研究结果强调了反刻板印象在打破传统认知框

架和促进认知多样性方面的重要性。 

在态度层面, 反刻板印象对消费者的态度变

化具有深远的影响。研究表明, 反刻板印象能够

有效减少个体刻板化认知, 甚至减少偏见和歧视

(Lai et al., 2014)。这种态度的改变不仅局限于个

体层面, 还能够影响整个群体对特定产品或服务

的看法。研究表明通过教育和宣传提高人们对刻

板印象的认识和意识 , 可以帮助减少社会偏见

(Crisp & Hewstone, 2007)。此外, 反刻板印象还能

够通过激发消费者对产品的兴趣和好奇心进而提

升购买意愿(Ramasubramanian, 2011)。这些研究结

果表明了反刻板印象在塑造消费者态度和促进积

极行为意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反刻板印象的影响结果在行为层面表现为影

响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和增加风险决策行为。研究

表明, 反刻板印象能够促使人们在面对与刻板印

象不一致的信息时, 重新评估和调整自己的行为

(Ramasubramanian, 2015)。这种重新评估可能导致

其采取更加开放和包容的行为, 从而减少基于刻

板印象的歧视行为。例如广告中的反刻板印象角

色展示可以改变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的感知, 从

而影响购买行为(Duker & Tucker Jr, 1977)。此外, 

反刻板印象还能够增加顾客与产品的互动, 这是

因为反刻板印象信息能够激发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从而增加与产品的互动和参与 (Leicht et al., 

2017)。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反刻板印象在促进积

极行为增加和增强消费者参与度方面的重要性。 

2.3.2  消极结果 

反刻板印象的干预旨在通过挑战固有认知来

减少偏见, 但其效果并非完全积极。近年来研究

表明, 反刻板印象策略可能引发认知冲突、情感

排斥甚至社会文化反弹等消极结果(Damer et al., 

2019; Richeson & Pollydore, 2002; Rudman & 

Fairchild, 2004)。 

反刻板印象策略可能导致认知冲突与情绪焦

虑。反刻板印象信息若与消费群体原有认知框架

冲突过强, 可能引发认知失调, 导致心理不适甚

至行为回避 (Pounders, 2018; 宋淑娟 , 刘华山 , 

2014)。例如, 当男性接触颠覆性别角色的广告(如

男性代言化妆品)时, 可能因威胁其性别认同而产

生焦虑情绪(McCormick, 2016; 王丽丽, 董梦璐, 

2022)。除此之外, 反刻板印象干预可能无意中强

化群体差异感知, 加剧污名内化。研究表明, 肥胖

群体在反复接触“健康体重”宣传后, 可能将社会

偏见内化为自我否定, 导致自尊水平下降和抑郁

风险增加(Pearl, 2020)。心理问题污名研究亦发现, 

即使干预试图消除对焦虑、抑郁的偏见, 但内隐

认知测试显示负面联结仍难以消除, 甚至因重复

接触负性词汇而增强(崔诣晨 等, 2019)。 

反刻板印象策略若过于激进, 可能触发保守

群体的防御性反应和情感排斥。例如, 广告中颠

覆传统的性别叙事(如“女主外 , 男主内”)可能引

发传统性别态度受众的抵触, 反而强化其原有刻

板印象(Åkestam et al., 2021; 刘晅, 佐斌, 2006)。

即使表面推行反刻板印象政策, 隐性偏见仍可能

通过微观互动持续存在(Duker & Tucker Jr, 1977)。

这种排斥本质上是社会认知结构对反刻板印象信

息的免疫反应, 其核心逻辑在不同领域具有一致

性：当打破刻板印象的行为挑战了群体认知框架, 

社会系统可能通过资源剥夺、归因偏差等方式维

持原状(Plaks et al., 2001)。例如职场中, 非传统性

别形象的员工可能遭遇“玻璃悬崖” (Glass Cliff)

现象——被赋予高风险职位却缺乏支持, 最终因

失败而强化负面刻板印象(潘子成 等, 2023)。教

育领域的研究亦发现, 教师对反刻板印象学生(如

特别擅长理工科的女性)的隐性偏见可能导致评

价偏差, 限制其发展机会(Jussim, 1991)。 

反刻板印象干预同样存在“特殊化策略”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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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和引发社会文化反弹的风险。例如反刻板印

象信息常被视为“例外”, 而非普遍现象 , 从而无

法撼动整体认知结构。例如, 消费者可能将使用

男性化妆品的现象视为“职业需要” (如演员), 而

非挑战“化妆品=女性”的刻板印象, 这种“特殊化

策略”反而维护了原有偏见。研究发现中度不一致

性设计(如外观革新但功能延续)虽能激发兴趣, 但

完全颠覆性产品易因认知超载被排斥(Noseworthy 

et al., 2014)。此外, 跨文化研究表明, 反刻板印象

策略需适配社会规范。在集体主义文化中, 强调

个体突破传统角色的广告可能因违背群体共识而

失效, 甚至引发道德谴责(Han & Shavitt, 1994)。

例如, 亚洲市场对“家庭主夫”形象的接受度显著

低于西方, 强制推行可能加剧文化冲突, 表明文

化背景在反刻板印象干预中的边界性(Dweck & 

Leggett, 1988)。 

2.4  反刻板印象阈值与反作用 

2.4.1  反刻板印象的阈值效应 

与刻板印象包含积极成分一样, 现有的研究

证明反刻板印象也包含消极成分, 反刻板印象的

干预效果呈现出显著的“双刃剑”特征。两类效应

并非孤立存在, 其交互作用揭示了反刻板印象策

略的复杂性：适度干预可激发变革, 过度干预则

引发反弹。然而, 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效应, 缺乏

对“干预强度−效果”动态关系的系统性解释(Wen 

et al., 2020)。未来的研究可以着重关注反刻板印

象干预的强度与效果表现出的信息接受阈值效应, 

探索“最优刺激区间”, 通过适当的外部刺激使得

消费者的认知发生反转, 信息的新奇性与受众的

认知 /情感接受能力达到平衡 , 最大化积极效果

(如态度转变)并最小化消极风险(如认知超载)。例

如外观革新但功能延续的产品设计(中度不一致

性)购买意愿最高, 而完全颠覆性设计的接受度骤

降(Noseworthy et al., 201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接

受阈值受到文化背景、产品类型、个体差异等多

重因素的影响, 应动态适配具体情境(Wen et al., 

2025)。例如集体主义文化下, 接受阈值较低(如亚

洲市场对性别角色变革更敏感) (Matthes et al., 

2016; Roth-Cohen et al., 2023), 需采用渐进式策

略; 创新型产品因信息复杂度高, 接受阈值较非

创新型产品更低(Kim & Nam, 2004); 高认知灵活

性或成长型心态的消费者接受阈值更高, 可接受

更大强度的冲突信息(Dweck & Leggett, 1988)。未

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反刻板印象“强度−效

果”的非线性关系以及作用边界。 

2.4.2  反刻板印象的反作用 

反刻板印象的干预效果不仅受信息接受阈

值效应的制约 , 其可能引发的反作用 (backlash 

effects)更凸显了策略实施的复杂性。当干预强度

超出受众的认知或情感接受阈值时 , 反刻板印

象信息可能触发心理防御机制 , 导致消费者态

度逆转、社会文化冲突加剧, 甚至强化原有刻板

印象。 

反刻板印象的极端冲突设计(如完全颠覆性

别符号的广告)可能突破消费者的认知处理能力

边界。根据认知闭合理论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当信息复杂度超出个体的认知资源时 , 

个体会倾向于采用简化策略以降低不确定性(刘

雪峰 等, 2007)。这种认知超载不仅降低广告效果, 

还可能加剧消费者对反刻板印象信息的排斥(崔

诣晨 等, 2019)。此外, 反刻板印象若直接挑战个

体或群体的核心社会认同(如性别角色、文化价值

观), 可能触发防御性反应(Åkestam et al., 2021; 

刘晅, 佐斌, 2006)。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指出, 当群体边界受到威胁时, 个体会通

过强化内群体偏好或贬低外群体来维护认同稳定

性(Turner et al., 1979)。这在跨文化研究中尤其需

要注意(Zhang & Nelson, 2016)。 

3  反刻板印象广告传播的媒体情境 

本文采用 SOR-ADO 双理论嵌套框架, 以系

统解析反刻板印象广告传播的完整路径。其中 , 

第 二 节 基 于 SOR 理 论 (Stimulus-Organism- 

Response), 聚焦消费者群体层面的“刺激−心理−

行为”机制 , 揭示反刻板印象的微观心理加工机

制。第三节引入的 ADO (Antecedents-Decisions- 

Outcomes)框架, 是对 SOR 理论在传播生态层面

的延伸与拓展。 

反刻板印象的传播效果依赖媒体表现和媒介

选择(Galdi et al., 2023)。但现有研究缺乏对媒体情

境在反刻板印象广告传播中发挥何种作用的系

统梳理。本文通过 ADO 框架, 探讨传统媒体与

新媒体如何通过差异化路径作用于反刻板印象

的“前因−反应机制−结果”链条(如图 2 所示), 分

析两者在策略设计、效果边界及文化适配性上的

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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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媒体营销广告传播中的反刻板印象 ADO 框架图 
 

两套框架形成“群体心理到传播生态”的层级递进

逻辑：SOR 解释反刻板印象信息如何被消费者加

工, ADO 则回答其在何种媒介生态中被接受或排

斥。这一整合模型弥补了单一视角的局限, 为反

刻板印象的跨媒介整合营销提供理论支持。 

ADO 框架包括前因(Antecedents)、决策机制

(Decisions)和结果(Outcomes) (Paul et al., 2021)。

其中前因归纳了产生某一现象或发生某一行为的

原因, 决策机制解析了现象或行为是否表征的作

用机制, 结果则表明了现象或行为产生后的进一

步评估(王永贵 等, 2023)。 

3.1  传统媒体营销中的反刻板印象研究 

研究表明, 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

书籍)的广告信息往往容易受到刻板印象的束缚, 

“高权威性、低创新性”的标签限制了其在公众心

目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白红义, 2013)。认知心理学

认为, 人类的信息加工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直

觉式(intuitive)和分析式(analytic) (Epstein et al., 

1992)。传统媒体符合个体脑海中的刻板化信息, 

人们往往会启动直觉式信息加工, 自动地、不可

避免地激活与之关联的刻板印象(Ito & Urland, 

2003), 并导致个体降低对产品信息的关注度

(Rakić & Chambers, 2012)。另外, 心理学和消费者

行为学研究表明, 反刻板印象信息能够促使个体

从自动化、直觉式的信息加工模式转向更为系统

化和精细化的认知加工方式(Prati et al., 2015)。这

种认知加工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强化对反刻板印象

信息的深度处理, 从而有效抑制刻板印象的自动

激活(Bartholow et al., 2006)。因此, 对于传统媒体

营销来说, 采用反刻板印象的广告营销手段对于

改变这种既定观念、吸引目标受众是至关重要的。 

传统媒体的反刻板印象营销实践也佐证了以

上观点。例如, 电视广告通过呈现女性科学家或

男性护理工作者的职业形象, 试图以精英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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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效应挑战性别角色刻板印象(陈彤旭, 1998)。

这类广告依托媒介权威性, 强化了反刻板印象信

息的可信度, 但其效果高度依赖受众对传统媒体

的信任度(何光喜, 朱依娜, 2014)。研究发现, 在

权威媒体背书下, 反刻板印象信息更易被归因于

“社会进步 ”而非 “个体例外 ” (Hewstone et al., 

1994), 从而提升认知重构的可能性。除此之外 , 

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模式限制了受众的主动参与, 

反刻板印象信息常被简化为“标签化符号”。例如, 

报纸通过客观报道科学家群体的多样性(如非“书

呆子”形象) (何光喜, 朱依娜, 2014), 虽能降低刻

板印象强度 , 但缺乏情感激发路径 (Berger & 

Fitzsimons, 2008)。这种单向性导致受众对反刻板

印象信息的加工停留于浅层认知, 难以触发深度

态度转变。 

3.2  新媒体营销中的反刻板印象研究 

新媒体营销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支撑, 利用数

字化手段实现品牌推广、产品销售和客户关系管

理目标的营销手段(戴鑫, 2020), 包括网络社交平

台、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营销凭借其多元化、

高普及度和强互动性的特征, 能够与企业现有营

销渠道形成协同效应, 创造出传统营销模式难以

实现的整合传播效果。现有研究表明, 新媒体营

销拓展了消费者感官方式和行为体验 (许晟  等 , 

2021), 这对于打破刻板印象具有重要意义。 

新媒体营销的反刻板印象研究同样遵循 ADO

框架, 并呈现出较传统媒体营销更为广泛的研究

视角。本文基于信息本身特征与呈现方式的核心

区分, 将以往研究分为内容属性和形式属性两个

类别(Paul et al., 2021), 以探讨反刻板印象在新媒

体广告传播中的策略(如表 1 所示)。 

以往研究从多个不同的视角、理论出发验证

了反刻板印象在新媒体营销中的普遍性, 但通过

梳理发现存在共性的内在机制：新媒体营销信息

的内容和形式属性的分类, 本质上是“认知解构−

传递优化”的协同效应。通过角色塑造、叙事重构

与多感官体验的创新设计, 内容属性能够重构消

费者的认知图式, 有效阻断刻板印象的自动化激

活过程。形式属性借助媒介、互动与技术的不同

特点, 优化信息传递效率与情感唤醒度, 降低认

知防御。事实上,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探索的深入, 

越来越多研究尝试把两者结合, 既通过内容的多

维解构引发深度思考(Cao et al., 2024), 又通过形

式的技术赋能实现精准触达与沉浸体验(Li et al., 

2024; Qian et al., 2024), 最终形成具有强大说服

能力的新媒体营销传播模式。 

总结来看, 新媒体凭借多样性、交互性、算

法适配, 以及基于新媒体平台大量信息的用户生

成内容, 重构了反刻板印象广告的传播范式。其

实时反馈机制与碎片化传播特性, 既扩大了信息

覆盖面, 也加剧了效果的不确定性。首先新媒体

平台通过算法分析用户行为数据, 实现反刻板印 

 
表 1  新媒体营销广告传播中的反刻板印象 

维度 细分类别 具体示例 文献来源 

内容属性 

角色信息 

性别(男 vs.女) 

外貌(典型职业外貌 vs.非典型职业外貌) 

年龄(高龄高调 vs.高龄低调) 

(江红艳 等, 2022) 
(Dean, 2021) 
(叶龙 等, 2023) 

叙事信息 
人称视角(第一人称 vs.第三人称) 

叙事情感(强度过载 vs.强度不过载) 
(Gan et al., 2023) 
(Cao et al., 2024) 

感官信息 

视觉(冷色 vs.暖色) 

听觉(人工 vs.AI 画外音) 

多模态融合(文本 vs.音频 vs.文本+音频) 

(Wen et al., 2025) 
(Wang et al., 2024) 

形式属性 

媒介形式 
短视频 vs.直播 vs.社交媒体(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 

视频框架方向(横向 vs.纵向) 
(Choi et al., 2025) 
(Li & Sun, 2024) 

互动形式 

互动方式(实时互动 vs.弹幕互动) 

互动人数(一人互动 vs.多人互动) 

互动主体(品牌自播 vs.代言直播) 

互动强度(高强度 vs.低强度) 

(刘鲁川, 张蕾, 2024) 

(冯蛟 等, 2024) 

(邹玉凤 等, 2023) 
(Han et al., 2024) 

技术实现形式 算法推荐 vs.KOL 合作 vs.平台联动 (Qian et a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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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广告的个性化推送。例如, 短视频平台根据用

户兴趣标签匹配 “第一人称叙事+情感化内容 ” 

(Gan et al., 2023), 通过降低认知防御提升接受

度。实证研究表明, 算法驱动的反刻板印象广告

可有效提升信息触达效率, 但过度依赖算法可能

导致 “信息茧房 ”, 强化既有偏见 (Wang et al., 

2021)。此外, 新媒体如直播电商通过与观众的多

样性互动 , 动态调整反刻板印象信息的呈现方

式。例如, 主播通过话术优化(如避免过度自夸)

缓解认知冲突(刘鲁川 , 张蕾 , 2024), 或利用“社

会临场感”增强情感共鸣(Gao et al., 2022)。最后社

交媒体的用户生成内容通过草根叙事消解权威话

语, 形成自下而上的反刻板印象示范效应。例如, 

表情符号在实用型产品评论中通过增强“感知温

暖性” (江晓东 , 邹健 , 2023; 王汉瑛  等 , 2018), 

以提升反刻板印象信息的可信度。然而, 用户生

成内容的碎片化特性也可能导致信息失真, 如网

红营销中“外表谬误” (Li & Sun, 2024)可能削弱反

刻板印象信息的严肃性。 

3.3  反刻板印象传播的媒体适配性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反刻板印象营销中呈

现出共性路径和差异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是传播模式的异同。传统媒体依托权威性

和线性传播模式, 通过精英示范效应挑战刻板印

象(陈彤旭, 1998), 但其单向传播特性限制了情感

激发与深度态度转变; 新媒体则通过算法适配、

多样性互动与用户生成内容, 重构了反刻板印象

的传播范式, 然而, 新媒体的碎片化传播可能削

弱反刻板印象信息的严肃性, 过度依赖算法可能

加剧“信息茧房” (Wang et al., 2021)。但无论何种

媒体情境, 信息可信度是影响广告有效性的重要

因素(Krakow et al., 2018), 对反刻板印象效果产

生重要影响。 

二是互动形式的异同。传统媒体的互动限于

收视率、信件反馈等, 对广告内容的实时修正能

力弱; 而新媒体可以通过弹幕、直播连麦等形式

实现双向实时互动 , 动态调整冲突强度(刘鲁川 , 

张蕾, 2024)。两者都能通过互动提升消费者参与

度, 但反馈深度与速度差异使得新媒体在反刻板

印象策略调整中更为主动和灵活。 

三是冲突强度的异同。传统媒体出于互动弱、

调整慢等特点, 难以匹配较高冲突强度的广告信

息; 相反, 新媒体出于互动强、调整快的特点, 能

够匹配较高冲突强度的广告信息。但是两者都要

遵循信息接受阈值效应原则, 避免因反刻板印象

的反作用而产生消极影响(Wen et al., 2020)。 

因此本文综合以往研究, 认为反刻板印象策

略需与媒体特性动态匹配, 即存在媒体适配性差

异。传统媒体适用于高权威性、较低冲突强度的

反刻板印象信息(如性别平等公益广告), 通过符

号化叙事引发浅层认知重构。新媒体适用于高互

动性、较高冲突强度的反刻板印象信息(如虚拟代

言人性别反转), 通过情感共鸣与用户共创深化态

度转变。这一发现突破了既往研究对媒体渠道的

笼统讨论, 为反刻板印象的精准化传播与干预提

供了理论依据。 

4  总结与未来展望 

4.1  总结 

随着消费者对多样性与社会公平的关注日益

增强, 反刻板印象逐渐成为广告传播中不可忽视

的策略工具。本文基于“刺激−机体−反应” (SOR)

理论框架综合论述了反刻板印象的广告传播效应; 

利用“前因−作用机制−结果” (ADO)框架充分解析

了媒体营销中广告传播的反刻板印象。文章揭示

了反刻板印象在广告传播中的“认知−情感”双路

径交互机制、接受阈值效应及媒体适配性特点 , 

为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理论贡献层面, 本文将 SOR 理论框架引入

反刻板印象研究综述, 突破了传统单一学科视角

的局限。通过整合心理学、社会学与营销学理论, 

研究提出反刻板印象的前因可归为外部刺激(如

广告代言人、内容、形式)与内部因素(如个体认知

风格、文化背景)的协同作用。作用机制方面, 研究

揭示了“认知冲突−情感激发”的双路径, 即, 反刻

板印象信息通过打破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的“温暖−能力”维度, 迫使

消费者从直觉式加工转向分析式加工; 情感路径

则通过平衡惊讶情绪与认同威胁, 触发态度转变

或行为回避。特别的, 本文通过构建 ADO 框架, 

发现认知与情感路径并非孤立运作, 其交互效果

受媒体情境的显著调节——传统媒体依托权威性

实现浅层认知重构, 新媒体通过算法适配与实时

互动深化情感共鸣。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 本文强调反刻板印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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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刃剑”特性。适度的冲突设计(如外观革新但

功能延续的产品)能最大化积极效果(如认知灵活

性提升、购买意愿增强), 但过度干预可能引发认

知超载或文化反弹。此外, 本文提出“媒体适配性”

原则：传统媒体适合传播低冲突强度的符号化信

息, 新媒体更适配中度冲突的沉浸式内容, 为跨

媒介整合营销提供了参考。 

研究还系统梳理了反刻板印象的消极结果。

超越阈值的干预不仅可能导致消费者排斥, 还可

能加剧污名内化或社会冲突。这些反作用提示实

践者需动态平衡干预强度与文化规范, 避免陷入

“为反刻板印象而反刻板印象”的误区。最后, 本文

通过对比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传播效能, 揭示了

媒介特性对反刻板印象策略的深远影响。传统媒

体的单向传播虽能借助权威性强化信息可信度 , 

却难以触发深度态度转变; 新媒体的碎片化与算

法推荐虽扩大了覆盖面, 但也可能因“信息茧房”

固化偏见。因此, 未来的反刻板印象营销需兼顾

媒介权威性、互动强度与用户生成内容(UGC)的

草根力量, 以实现认知与情感的协同优化。 

总体而言, 本研究不仅构建了反刻板印象广

告传播的理论框架, 还为其在人工智能、跨文化

营销等前沿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方向。然而, 反刻

板印象的复杂性要求学术界与实践者持续关注其

动态演变, 尤其在技术赋能与社会价值观变迁的

双重背景下 , 如何实现“破”与“立”的平衡 , 仍是

未来研究的核心命题。 

4.2  未来展望 

当前关于反刻板印象广告传播的研究已取得

显著进展, 但在技术迭代加速与社会价值观多元

化的双重背景下, 其动态性、边界条件及跨学科

应用仍存在广阔探索空间。基于前文构建的 ADO

框架与 SOR 理论, 结合媒体适配性、信息接受阈

值效应等核心发现,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深化

拓展: 

第一, 探索如何利用反刻板印象来改善社会

偏见和刻板印象, 赋予反刻板印象广告传播更深

层次的社会意义。前文揭示了反刻板印象的“双刃

剑”特征及接受阈值效应的关键作用 , 但如何在

具体情境中量化干预强度与效果的非线性关系仍

需深入探讨。例如, 在跨文化营销中, 集体主义社

会(如东亚市场)对性别角色变革的接受阈值显著

低于个人主义社会(如欧美市场), 这一差异可能

源于文化价值观对认知闭合需求的调节作用(Han 

& Shavitt, 1994)。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定量实验与

真实广告场景, 探索多维动态的传播效果评估体

系, 以更精准地捕捉反刻板印象的复杂效应。例

如利用眼动追踪、神经影像技术(如 FMRI), 动态

监测不同文化受众接触反刻板印象广告时的注意

力分配模式、认知负荷与情绪波动, 构建“冲突强

度−文化适配度−行为响应”的量化模型; 利用社

会网络技术, 研究反刻板印象广告如何影响群体

间关系结构和认知网络, 评估其促进社会认知的

长期潜力等。此外, 针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传

播特性差异, 可进一步探索多媒介联动的阈值叠

加效应。例如, 传统媒体通过低冲突强度的符号

化叙事(如女性科学家公益广告)引发浅层认知重

构(Banchefsky et al., 2016), 而新媒体通过算法推

荐中度冲突内容(如虚拟代言人性别反转短视频)

深化情感共鸣 (Mohan et al., 2022; Song et al., 

2024), 二者协同能否突破单一媒介的阈值限制？

此类研究可为全球化品牌的反刻板印象广告营销

提供精准策略。同时, 现有的研究多基于媒介的

固有属性进行对比, 未来需进一步关注受众动态

变化的媒体使用习惯如何深刻重塑这些差异的实

际效应, 例如探究倍速播放、短视频“滑动”习惯如

何影响受众对反刻板印象叙事线索的注意力和理

解深度等。 

第二, 促进反刻板印象研究的跨学科合作。

反刻板印象是一个涉及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

和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的领域, 推动反刻板印象

研究的跨学科合作, 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刻板印

象的形成、传播和改变过程, 还能有效探讨如何

利用反刻板印象来改善社会偏见和刻板印象。在

心理学领域, 研究者们主要关注刻板印象和偏见

的形成机制, 以及如何通过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干

预来改变它们(Ashby et al., 1999; Prati et al., 2015; 

翟成蹊 等, 2010)。社会学领域, 学者们聚焦于社

会结构与文化环境对刻板印象及偏见的形塑机制, 

重点考察社会阶层分化(Harrits, 2019)、种族差异

(Gonzalez et al., 2021)以及性别维度 (Skočajić 

et al., 2020)等多元群体所遭遇的认知偏差问题 , 

并系统探索通过教育革新与传播干预等途径实现

社会认知重构的有效路径 (Crisp & Hewstone, 

2007; Pugh, 1998; Skočajić et al., 2020)。在传播学

领域, 研究者们关注如何通过媒体和其他传播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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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来传播反刻板印象的信息, 他们研究媒体对刻

板印象的塑造和传播过程, 以及如何利用媒体来

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态度(Galdi et al., 2023; Luong 

& Knobloch-Westerwick, 2017)。在文化研究领域, 

研究者们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刻板印象和偏见的

表现和影响, 他们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

突, 并研究如何通过跨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来减

少刻板印象和偏见(Cheng, 1997; Shao et al., 2014)。

总之, 反刻板印象研究的跨学科合作已经取得了

一些重要的成果 , 但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

题。未来的研究可尝试构建联合实验范式, 进一

步加强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例如利用脑电(EEG)

技术解析消费者处理反刻板印象信息时的神经编

码特征 , 同时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挖掘用户

生成内容中的情感极性 , 从而揭示“神经−行为−

社会”的多层级作用机制。 

第三, 探讨反刻板印象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

用对广告传播的影响。反刻板印象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应用深刻改变了营销传播方式, 为市场营销

的发展注入强大动能。近年来的研究广泛集中于

反刻板印象对 AI 的虚拟形象、语音和算法的影响, 

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进

一步探究。例如如何调节 AI 虚拟形象的拟人程度

来增强感知真实性从而促进购买行为仍是一大难

题(You & Liu, 2024), 未来的研究应当尤其关注

不同的拟人形象在传递情感方面的作用, 打破单

一人物形象作为虚拟代言人的刻板印象。此外 , 

研究证明不同 AI 性别的声音与产品特点相契合

时能产生积极的影响(Li et al., 2024), 但并未详细

阐述发生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对产品特点进行

细分, 探究不同语音影响的内在机理, 以及可以

着重考虑 AI 语音劝说和人工劝说在不同产品参

与度下的差异, 也可以比较不同劝说风格之间的

差异, 旨在发挥语音反刻板印象的作用。另外, AI

的算法偏见被乐观者证实了其在促进组织公平方

面的积极作用(Forouzandeh et al., 2021), 但这与

企业创新管理相悖, 如何平衡 AI 偏见算法的保守

性和创造性, 更好地指导市场营销活动, 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 也是未来研究的焦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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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counter-stereotypical advertising:  
Antecedents, mechanisms, and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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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onsumers increasingly prioritize diversity and equality, counterstereotypical advertising has 

become a popular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does not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 the dynamic mechanisms underlying counter-stereotypes and their variations across media contexts. 

By integrating the marketing’s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framework with the antecedents-decisions- 

outcomes (analytical model,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counter- 

stereotypical advertising. It clarifies the “double-edged sword” nature of counter-stereotype interventions 

and identifies threshold effects in message acceptanc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mphasizes differences in 

media effectiveness, revealing distinctions in media compatibility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 media when 

disseminating counter-stereotypical content. Future studies should explore how counter-stereotypes can 

mitigate social biases, assess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counter-stereotype research. 

Keywords: counter-stereotype,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media marketing,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theory, antecedents-decisions-outcomes framework 

 


